
【问题探讨】

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
一个矛盾与复杂的存在
（一院陈玉链推荐，2015年12月15日）

[image: image1.jpg]



推荐理由：现在许多反对中医的人在不断质疑中医的科学性的同时，还往往请出鲁迅、胡适等文化大家，摘取他们的一些字句，为自己更添底气。但是任何一个人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当我们回看当时的中国，或许就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大家在批评中医时是带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其中的一些批评一针见血，不仅在当时，在今天也直指中医的痛点。这不是对中医的诋毁，相反，这正是对中医振兴的最殷切的期盼。
以鲁迅、郭沫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大家在推进中西文化交流、建构中国新的文化和文明、推动社会前进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剧烈的变革和阵痛中，他们身上普遍都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他们中以鲁迅和胡适堪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都曾公开对中医提出置疑，态度决绝地予以反对并呼吁取消。他们在上个世纪的观点和看法现在已经成为废止中医论的人士佐证自己观点的有力证据。五四新文化大家真的反对中医，还是其中另有隐情，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一直成为后人所追思的话题。当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全面追寻分析五四新文化大家的一生，我们发现，在这些大家身上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医”情结，不是仅凭“反对”一词就能描述清晰的，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可谓是一个矛盾与复杂的存在。
一、五四新文化大家与中医：复杂关系背后的悖论表现
1.文化大家反对中医的实质表现
鲁迅曾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医的不满，他在著名的《呐喊自序》中，态度明朗地提到：“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也正是由于对中医的失望，鲁迅萌生了到日本学习西医的想法，于1902年远赴日本并在仙台学习西医。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的风云人物，是20世纪初期反对中医的重量级人物。他充满激情地提倡新文化，态度强硬地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他认为“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郭沫若也是一个坚定的中医反对论者，他在《独立评论》期刊上发表评论提到：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提及“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
2.文化大家对待中医态度的矛盾表现
评判一个人物对于某种事物或现象的态度，我们不能采取静止的态度和方法，应该用动态的观点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加以对待和剖析。为此我们会发现，文化大家对待中医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反对与批驳能够解析清楚，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太多的矛盾与悖论。
纵观鲁迅的一生，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他人生的前后期就曾发生过较大的思想转变。对于中医，鲁迅起先是认可的，以他少年时多次延请中医为父亲诊疗即可看出。其后由于父亲不幸病故，鲁迅则是态度坚决地反对中医，原因是很复杂的，鲁迅曾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中，写到自己早先对中医不满的特殊因由，“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携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此后，鲁迅先生改变了自己对于中医的态度，他从日本回国后，逐渐扭转了自己的偏激的观念，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鲁迅先生不断整理收集中国的古代的医药典籍；二是他在日记中不断记录自己利用中医中药治疗疾病的经历。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变得较为科学和实事求是。
在胡适身上也发生了令其极为尴尬的事情，1920年11月，胡适罹患糖尿病与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采用西医疗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后来朋友建议去采用中医方法治疗，胡适勉强应允，反而治疗痊愈。他一方面反对中医，一方面却是中医治好了他的重病，胡适被推入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1921年胡适把这次事件形诸于文字，披露了自己的真实心声，他在翻译家林纾为感谢陆仲安治愈家人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上题了长跋，详细叙述自己的事情：“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炎……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给陆仲安先生为我诊看……现在竟全好了，颇引起西医的注意……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逐渐了解中国医与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从中不难看出表面一直对中医非常敌视的胡适既承认了中医药治愈自己疾病的事实，也对中医药的真实价值有了领悟与认可。
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改变了以前认为中医只能治“自己会好的病”的观点，说“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肾脏病，戈宝权先生曾患此病服此中医之药而愈。”同时郭沫若也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讨论，实在还不够格。我自己虽然学过几年的近代医学，但我并未继续钻研，而且已经抛弃了多年。至于对中国的旧式医术，我更没有什么独到的研究。”他原先非常坚定的反对中医的态度开始松动，对于中医不再采取极为敌视的态度，而是默认了中医应有的价值。十分有趣的是，郭沫若和鲁迅一样，在晚年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新的认识，郭沫若曾经给安徽中医学院题写校名，并为《简明中医辞典》等中医类书籍题写书名，也多次利用中医药进行治疗，如曾经服用老中医郑卓人的桑叶酒治愈半侧肢体活动不利的病症。
二、矛盾背后所反映的深层次内涵
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五四新文化大家曾经身不由己地卷入到时代的大潮中，他们一方面对中医极力地批驳和抨击；一方面却与中医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关系。同时又由于思想与阅历的变革与时代的变迁，他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这矛盾与复杂的背后难掩时代的尴尬与印痕，其间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次的内涵，值得后人细细思考与品味。
1.对庸医以及中医落后现象的批判
究其原委，我们不难发现，新文化大家对于中医的批判，并非是对整个中医以及中医界进行的，医学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难免会产生诸多错误甚至违心的东西，他们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庸医以及中医中所存在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针对某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中医故弄玄虚、敷衍了事、轻率从事的行医作风，新文化大家对此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如针对名医陈莲河惯用的奇特的药引——用蟋蟀一对，且注明要原配（即在一个巢穴中），鲁迅辛辣地讽刺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和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同时他们也指出中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鲁迅在《明天》中就淋漓尽致地状写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他中焦塞着。”“不妨事么？他……”“先去吃两帖。”“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这是火克金……”这是一段很经典的对话，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中医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和不足。医生态度生硬、诊治潦草，丝毫不顾及病人家属的焦急情绪；尤其是使用“中焦”、“火克金”等令普通人很难领悟的专业术语，更是增加了中医玄虚飘渺的神秘色彩，使中医很难令人信服。鲁迅用艺术化的手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医存在的不足，点到了中医的某些痛处，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要发展现代化的中医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2.借批判中医表达引进西方文化、改进救国救民方式的愿望
“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不朽名言，在中国文人眼里，医国医人，同此一理。很多的政治家和怀抱经国济世远大理想的文人同时也都初通医理，他们立志于医治人民的病苦和解救国家的危亡。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多少仁人志士把视线由国内转向国外，变法图存、改革时弊成为当时有志之士的强烈呼吁，魏源就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名言，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此富国强民，捍卫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此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只有破除中国传统的文化，为中国引进一剂西方文化与技术的猛药才能改革中国，挽救中国的命运，为此，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
但是，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杂谈》一文中认为“医”是与中国思想最为密切的四大文化之一。马伯英在《医学文化人类学引论（下）》一文中将中医学比作“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由此可见，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对它的反思与评估，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与评估的具体外化。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更加坚定了鲁迅希望以西医学来解除病人的痛苦以及拯救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的志愿了。中医学自然被文化大家们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由此，我们就不难认定，为何新文化大家都在言辞激烈地抨击和反对中医，他们矛头所指不完全是中医本身，而在于批驳支撑和影响中医发生、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在西方文化大举东移的特定时代，中医非常悲壮地成为了大力宣扬“科学”与“民主”的牺牲品，它遭受冷落和敌视的命运有其必然的宿命性。
3.矛盾背后还反映出新文化大家人性的与时代的弱点和悲剧
五四新文化大家对待中医的矛盾态度实际上昭示着对待中西文化的矛盾态度，新文化大家们在相同的命题上存在着诸多前后矛盾的观点和提法，体现为“现代性”和“民族意识”共存的特点，正如丁帆先生在《现代性·民族性·后现代性》一文中所提到的：“‘现代性’在中国是未完成的仪式。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对抗状态，从‘五四’以后一直是存在的。”为何会有如此矛盾的现象呢，徐思彦在《探索胡适思想的又一专著》一文中有一个精到的论述：“胡适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塑造，在情感上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又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浸染和牵引，在理智上要求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这也是包括鲁迅、郭沫若等“五四”以来中国最早觉悟的知识分子在冲破意识中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文化时在羁绊中艰难前行的一种真实写照，胡适在《胡适文集9·尝试集》一书中曾坦诚地描述到：“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胡适以形象的比喻说出了自己的无奈和苦衷。胡适思想上的矛盾在演讲中表露得较为明显。胡适在毕生的演讲中都在主张全盘西化，一直到晚年都未放弃对中国东方文明的指斥与批评。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胡适在另外一类演讲中，却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大加推崇，表现在演讲中极力呼吁要“整理国故”，发扬“国粹”，这与胡适大加指斥东方文化的观点大相径庭，构成了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理解了鲁迅、胡适、郭沫若等大家在特定时期的人格弱点和时代的悲剧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对待中医的矛盾态度了，中医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已经成为了双方冲突交锋的主要领域和阵地。他们为了挽救民族和社会的危机，不惜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手法，鲁迅曾经十分愤激地告诫青年人，不要去读中国书，这已经证明是鲁迅一时的气愤之言。由此可见，在文化大家身上的这种矛盾现象，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加以概述：对中国文化爱之深，则恨之切。对东方文化大加指斥，是为了使其警醒，奋发图强，实现文化的更生。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鲁迅对待中医的矛盾的态度和做法，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何要对中医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如鲁迅先生非常重视中医药古籍，他一生中购买收藏了很多的中医药典籍，这些从《鲁迅日 记》中都可以看出：如1914年9月12日记录了“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1915年2月21日“买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等。此外，鲁迅不仅亲自选购和收集中医典籍，而且还自己动手修补中医书籍。他在1927年8月 12日的日记中写到：“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8月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由此不难看出鲁迅在对中医学大加指斥的愤激之余，对中医药学成就是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的，希望它能够进一步发展和更新。
三、结语
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不能根据新文化大家一句或几句反对中医的话语，而武断地认定新文化大家是思想坚定地反对中医的。我们必须要结合新文化大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深入理解他们当时的思想和文化价值观，才能真正理清附丽在历史的谜团背后的事实和真相，真正认清他们对待中医的真实态度以及蕴蓄在事件背后的内涵与实质。
（推荐者注：本文来自中医梦想汇微信公众号2015年12月1日，作者：万金淼 、郑民；原注：本文选自中国西部科技2009年25期）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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